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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人母親的經驗要如何獲得公共領域的肯定？過去研究傾向
認為，母親透過傳統的母愛形象進入公共領域，得將其為母的經
驗轉化為論述，與其他團體形成的論述相互競逐；不過，既有研
究也指出，靜態的女性傳統形象可能鞏固父權體制。本文借用主
體化理論的觀點，補充過去研究略為單向的論述生產觀點，強調
媽媽的日常照顧工作本身亦貫穿整個參與過程，並且隨著倡議推
進而改變。本文以特公盟為例，透過兩年的參與式田野觀察以及
深度訪談18位成員，指出這群當代臺灣都市年輕中產階級媽媽，
透過媽媽網絡，連結照顧工作與公共倡議，形成一個生產論述的
對抗性公共領域，進入論述競逐的場域；但與此同時，圍繞著倡
議工作的互動，以及基於倡議而須面對的公部門排除之經驗，均
回頭重塑特公媽媽的日常照顧工作，並在此過程中浮現出新的媽
媽公民主體：向內轉換母親對自我能力的認知，對外改變公領域
其他行動者對母親的刻板印象。

關鍵詞：母職、照顧工作、媽媽民主、女性公共參與、對抗性公
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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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nal Democracy in Public Playground 
Reform: A Counter Public Sphere Connecting 
Care Work and Policy Advocacy

Pei-Chen C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w can mothering experience win recogni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Studies 
indicate that mothers engage in public affairs based on the cultural idea of 
unconditional love, and reframe their maternal experiences into political 
advocacy. However, some scholars contest that these images reinforce 
patriarchal structures. To challenge the prevailing perception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action, I used a “subject in process” viewpoint that 
emphasizes the dynamic interweaving of care work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data from eighteen interviews with members of the Taiwan 
Parks &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by Children, plus personal observations 
of that organization over two years, I found that young urban mothers 
connected their care work with policy advocacy by mobilizing parental 
support networks to construct a “counter public sphere,” and to produce 
alternative discourses to resist mainstream playground design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ir everyday practice of care work is reshaped by their political 
advocacy followed by the experience of exclusion in government setting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other-citizen subject not only alters these mothers’ self-
recognition but also reframes the image of mothers among other people in the 
public sphere.

Keywords: motherhood, care work, engendering democracy, women’s public 
engagement, counter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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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的公園遊戲場緊鑼密鼓地經歷一連串改建；
這波遊戲場改革背後的主要推手，是「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簡稱特公盟）的都市年輕媽媽。特公盟始於媽媽臉書社群，主
要是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家庭主婦們，於 2015 年秋天反對政府拆
遷萬華區青年公園中的磨石子溜滑梯而成立。從「憤怒媽媽」的
陳情抗議，到 2016 年起推動臺北市與新北市遍地修繕與新建的
公園遊戲場、2018 年登記為社團法人，特公盟不僅在政治場域
中，成為各地方政府推動公園兒童遊戲場改建時重要的專家意見
來源；更外溢到社會場域上，在國內巡講於各景觀設計系所之大
專院校、公民議題平台如 TED、社區營造相關單位等邀請，並將
改造經驗發表在國際兒童權利倡議、遊戲場設計的平台。1 在其大
力推動下，遊戲場改革匯流為兒童遊戲權、親子友善都市規劃、
教育與兒童發展設計等專業領域共同面對的新課題，並且帶動跨
領域的合作：國內物理治療師、兒童心理諮商師、社區規劃師、
景觀設計教授、遊樂設施進口與製造廠商、社會研究學者，以及
主管都市更新與公園工程之部門官員等。匯流的討論也逐步回到
政策面上的制度改變，將公民參與納入公園修繕法規流程中，例
如 2018 年 7 月簽准實施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兒童遊戲場改善作業流程》中明訂須「邀集公民對象需有陳

情人、當地里長、關注遊戲場議題民間團體（如特公盟、身障童

盟等）及遊戲場使用者等，採會勘、說明會或其它方式進行，確

認鋪面材質、遊具適用年齡、遊具類型定位等議題，並製成會議

1　例如 World Urban Parks 網站的 Children, Play and Nature Webinar Series 2020 上發表 “Taiwan Can 
Still Play: How Children Benefit from the Resonance of Spontaneous Civil-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Pandemic Prevention, Schooling as Usual for Social Connection, Reinforcement of Play Value, and Nature-
Focused Physical Distancing.”取用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arksAndPlaygroundsForChildren
ByChildren/posts/3968352606538872。取用日期：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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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依循辦理」。2

這樣的影響力是如何產生的？多數女性在成為母親後，因照
顧工作壓力增加，更少參與公共事務；然這群特公媽媽反因照顧
工作，從對政治冷漠、「連投票都懶得投」的年輕人，成為會為
了公園而抗議陳情、參與大小公園修繕與設計會議的積極行動
者。為人父母的經驗，如何影響這群女性的公民參與軌跡呢？他
們的參與又反映出哪些潛在可能性呢？這些疑問是本研究發問的
起源。

許多研究者支持女性將私領域的經驗轉換成論點，進入公共
領域與其他觀點平等競爭。Nancy Fraser 回應公共領域究竟是意
識形態宰制還是烏托邦的辯論，認為公共領域並非單數，而是由
多層次的文化意識形態、生活風格和文化論述所組成；其中，由
於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要克服參與的門檻，可以組成「受支配對抗
性公共領域」（subaltern counter publics），培養參與的能力，再
加入論述的競逐（Fraser 1990: 66-67）。女性照顧者的觀點在公
園遊戲場議題中是欠缺的。臺灣從 60 到 70 年代打造都市中安全
遊玩空間，到 90 年代消費者運動強調人民作為戶外遊戲設施的
使用者，追求安全性的呼聲主導著整體報章論述，極少有不同的
聲音浮現。與此同時，90 年代一連串的受傷事故和國家賠償的
判決，更激起政府維護管理單位的反彈，強調遊樂設施應優先考
量迴避受傷風險。作為照顧者的媽媽想法反而隱藏在報章中，被
母職意識形態（社會輿論中預設母親應該如何）和教養專家論述

（專家教育家⻑應如何）出發的指導所取代。直到 2016 年特公盟
成立後，方將媽媽的照顧觀點推入論述的競逐場。

然而論述的建立，必不能脫離行動者的現身。政府單位和媒

2　參考資料：臺北市工務局官方網站。取用網址：https://pkl.gov.taipei/News.aspx?n=9622B89C08B
4A8B6&sms=0D78110055566402。取用日期：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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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逐漸「聽」見照顧者觀點下的遊戲論述，卻鮮少有人注意特公
盟的成員「做」了什麼來促成這個論述被聽見。成員多年持續地
參與各種政治行動：他們帶著孩子上街抗議、圍堵新北市⻑朱立
倫；他們推著娃娃車跨進臺北市政府劉銘傳廳，與市⻑柯文哲及
各部會首⻑開會；他們帶著孩子陪里⻑、區公所承辦員和設計廠
商走訪遊戲場基地，討論時孩子就在旁邊基地上奔跑玩耍。帶著
孩子，是他們的參與方式；但這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這對作為倡
議者的媽媽有何影響呢？

學界關注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然而，學界一方面肯定女性透
過母親身分參與公共議題，並獲得發言空間，視之為擴大參與和
民主深化的進程；另方面亦謹慎反省，指出僅能以母親身分進入
公共論述領域的現況，反映出女性整體上處於弱勢、消音的狀
態。近年更著重分析母親在參與的過程中展現的主體性，包括如
何斡旋於社會母職制度的照顧壓力與政府部門的刻板印象之間，
創造家庭守護者的自我認同，挑戰並修補政府的政策。透過參與
政治事務，不僅在議題上參與政策決議過程，更挑戰同質化的社
會母職想像、並將其重塑，使其更符合母親自我定義。但這兩者
都較少關切到，對於⻑期參與的媽媽而言，為母經驗本身亦隨著
運動的發展、以及其過程中與其他團體的互動，時時在變化。

本文嘗試從雙向影響的觀點出發，討論為母經驗和公共參與
之間的關係。本文從特公盟參與者的經驗，討論倡議論述和母親
的日常照顧工作如何相互轉化，並拉⻑時間軸呈現其交互作用，
嘗試指出公私領域的轉換是相互的過程，且私領域的照顧工作與
公領域的公民參與，對母親而言不僅相容、且相互支持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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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理論觀點

本節回顧學界對女性經驗與公共參與的關係討論中常用的兩
種取徑。母性主義論證母職經驗如何進入公共領域，卻易簡化參
與為單向、短期的論述生產。主體化理論注重參與經驗如何影響
運動者，然而母親運動者無法僅關注行動者自身的主體化過程，
需補充考慮母職既有認同、以及母親主體搭建在與兒童的互動
中，會受自身以及其與兒童的互動持續影響。

（一）私領域經驗的轉化與限制

學界⻑期爭論女性的為母經驗（experience of mothering）
是對女性的賦權還是壓迫；然而該經驗如何成為對抗不公義的力
量，過去多肯定由母親現身，將其日常實作轉化成論述，在公共
領域中的論述競爭中取得正當性。而其現身的正當性，則常見
借用社會文化中母親天生具備照顧本能，主張女性能夠運用這
樣的能力處理家庭領域以外的職位和庶務，例如教育或護士。
這種借用傳統性別公私領域分工的知識基礎，被稱為母性主義

（maternalism）。3

爭取政治權的平等女性主義運動者視照顧工作為女人進入公
共領域的阻礙；直到 1970 年代，婦女運動團體逐漸肯定母親角
色的重要性，並系統性地累積研究成果，發展出母性主義（俞
彥娟 2005）。這個轉變源於婦運對母職的發想，從否定女人對性
別角色的正面情緒（視之為虛假意識，被父權蒙騙而不自知），
轉向肯定女人對自身經驗的認同。例如，觀點論（stand-point 

3　母性主義是集體行動理論的面向之一，關注文化框架與身分認同作為一種動員機制。亦即，母性
主義認為要動員媽媽的集體行動，可以透過呼喚母親的身分、透過傳統母職角色產生共鳴。另外學者
亦指出認同作為動員的限制，參考 Bernstein, Mary, 2005,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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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主張女性因照顧家庭而經歷的精神、心靈與身體經驗，
可啟發女性發展異於男性「母性思維」（maternal thinking），
增益公共領域既存的立場與論點（O’Reilly and Ruddick 2009; 
Ruddick 1983）。或者，德國女權運動者 Ika Freudenberg 指出透
過在中層（medium level）的公共論述納入母性（motherliness；
傳統的母親角色關懷）討論，可導入親密關係等議題，調和過於
陽剛、競爭的社會環境（Hofner 2017）。

母性主義的論述策略轉化男性政治／女性家庭的二元對立運
作，將公私領域視為互惠互補，進而將私領域議題公共化，來確
立女性知識與實作的地位，例如言說方式、關係經營策略與照顧
者立場等等。言說方式的部分，如 Polletta 與 Lee（2006）分析
美國 911 當事人的創傷抒發，以說故事的方式將創傷與恐怖攻擊
轉化為公共話題，並反省美國以抽象、說理主導的言說形式；范
雲（2010）也指出比起爭論的言說形式，弱勢群體說故事的言
說傾向更易促進相互尊重與信任的群體對話。注重關係的互動邏
輯也有助於政策倡議，例如婦權會的女性成員，在社會資本連結
中納入情感工作來建立信任機制且避免機鋒，成功編織進入官僚
空間，加速臺灣性別主流化的進行（黃淑玲、伍維婷 2016）。除
了官僚機制，在社區參與現場，相對男性里⻑偏好一次性活動，
或大型炫耀式的政見，女性更專注於細水⻑流的活動模式並關注
修補日常細節，利於⻑時間持續的議題（陳素秋 2015）。此外，
照顧者觀點亦可為學術知識生產帶來洞見，例如 Tronto（1989）
指出哲學討論下的道德主體與照顧工作矛盾，繼而有堅持從照顧
工作中解放的倡議平等策略；然 Tronto 認為應從照顧者觀點質
疑追求普同的哲學思考，反思特殊性作為道德主體的可能，包括
挑戰照顧的意義、反思注意力的傳統定義（包括掌握個體知識的
重要性、自我的形塑過程，和市場交換模型）、深化自主性和威
權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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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性主義亦有限制性：依賴傳統性別氣質也帶來邊緣化
的難題，無法挑戰既存性別公私領域二分的實存現象。母性主義
連結女性與照顧本能，並單向地將女人日常實作經驗連結到女性
身分，以突破該條件下女性身分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限制；但這
種論述作為主要介入公共領域的方式，也會限制女性參與的程
度，最終仍將議題回歸私領域解決。例如 Moreno 研究拉丁美洲
地方政治以母親傳統角色為由，要求運動者回到家庭，放棄地方
事務的處置主導權。原住民女性運動者在參與過程中，靈活轉化
參與公共事務與母親身分之間的關係，將家庭看守轉化成文化價
值守門人；但在為村落爭取到水源後，又因這些母性的文化印
象和家庭互動的牽制，被排擠到公共事務決策圈之外（Moreno 
2017）。

限制參與的力量不僅來自公領域的刻意排除，有時亦受限於
媽媽運動者們自己的認同敘事，後者受到其所處社會文化脈絡的
影響。例如，在究責母親（mother-blame）和消費社會的文化
下，集體行動背後未必能達成策略性改善女性地位的成就；Reich

（2014）以新自由主義母職（neoliberal mothering）描繪在自由
市場社會中，消費邏輯橋接做好母職的動機，轉化母親對賦權的
想像，反在無意間使集體行動破壞公共利益。美國反疫苗運動的
中產階級母親將一體適用的新生兒疫苗政策視為完成母職的多種
選項之一，主張母親有權自由選擇接種疫苗的時間與品質，將防
疫的公共性放在對管理疾病風險的管理之後，進而聚焦在個體優
化以及照顧品質的議題上。然此舉忽略強調保障少數優勢群體兒
童的安全時，個體戶風險管理（例如：飲食監控和出入環境的限
制）的資源條件、和其他相對弱勢兒童群體接種並承擔疫苗的不
同風險。換言之，母親運動者透過集體倡議爭取政府與醫療機構
對照顧知識的尊重，但也將施打疫苗（與否）簡化為商品選購，
繼而各自以消費邏輯媒合經濟與文化資源，為孩子量身打造健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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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來面對檢疫議題，並於此過程中建構為母的認同；卻忽略
對弱勢兒童社會排除的問題（Reich 2014）。

綜言之，性別政治的研究中已指出母性主義的論述如何肯定
女性日常經驗，並透過論述鞏固女性主體，以挑戰公共領域既存
的父權體制。對母性的拆解也剖析了媒體大眾心中「兼顧一切

〔工作與家庭〕」（have it all）與超級媽咪（super mom）背後單
一齊頭式的男女平等迷思（Johnston and Swanson 2003），並肯
定女性內部差異與多樣生命經驗。母性主義論述的影響不限於學
院，更透過指認經驗、建立認同，使得個人生命經驗與公共政治
參與緊密連結，強化動員的能量；透過論述鞏固邊緣主體的特殊
性，是被公共領域邊緣化的媽媽運動者現身的重要前提（陳素秋 
2015）。然而，這亦是雙面刃，當論述強調女性照顧工作時，反
而限制女性全心投入公共領域的機會。當研究肯定母親從照顧經
驗形成論述，繼而進入公共領域，這種單向的母親參與的貢獻假
設不僅無法解釋⻑期參與，也限制了研究者想像照顧經驗如何影
響公共領域。

（二）參與中的主體變化 ： 過程中主體

母性主義肯定從實作經驗凝聚論述並形成公共議題的單向共
線，卻未深入探究公共參與本身如何影響女性。為捕捉公共參與
如何回饋行動者的日常實作，需考量運動的⻑期運作，並考察該
運動如何與行動者的日常生活連結。陳素秋（2013）借用 Lloyd
的過程中主體（subject in process）來捕捉這種相互影響關係，
她以性交易除罪化運動為例，指出運動者的主體如何透過倡議的
文化構框、資源發展以及組織的自我再生，將多元差異主體的理
想落實在公民社會中。運動持續期間，行動者主體是被運動持續
形塑、動態的過程。對於過去未曾涉足公共議題的弱勢族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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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為運動者主體」的過程尤為明顯。夏曉鵑（2006）以主
體化理論來捕捉此一動態發展軌跡，指出知識份子培力女性婚姻
移民，使後者形成有集體行動力的策略主體。

主體化觀點是捕捉運動者穿梭公共論述與家庭實踐之動態過
程的理論工具，卻難以涵蓋既有文獻中浮現、而較少進一步論證
的現象：政治活動現場中親子的共同出席。Yang（2017）觀察到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期間，有一群媽媽帶著孩子到街頭靜坐，將
街頭轉換成孩子的公民教材。許多受訪的媽媽認為，作為最了解
孩子需求的人，公共參與屬於照顧與社會化工作的一部分（Yang 
2017: 6）。過去研究指出，代言兒童也能作為動員理由，例如以
母職工作受阻動員跨階級的女性（Carneiro 2017）、或借用親子
情感使運動去政治化以擴大社會支持（Demirci-Yilmaz 2017），
但這些研究中的兒童僅存於母親的論述中、並未實際現身。

如何解釋媽媽運動者的照顧工作，將是主體化觀點的挑戰，
因為主體化觀點多聚焦於一個特定且明確被壓迫的群體；但母親
主體更動態複雜。主體是指個體反抗或順從一組宰制、強權或權
力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想像如何生活的狀態（Foucault 1979; 
Goffman 2012 [1961]）。因此，除卻參與之前既已形成的運動
者主體（如協助進行培力的知識份子），主體化的觀點關注弱勢
群體如何被培力，從指認受壓迫的身分（如新移民）、受創經驗

（性侵被害人、家暴受暴者）或汙名化的身分（性工作者），重新
賦予意義和價值，繼而形成倡議論述公開表達（夏曉鵑 2006；
彭仁郁 2014）。但是，要指認媽媽─尤其具有高度論述能力、
母親身分認同與自我價值的中上階級母親─共享一種集體的倡
議主體之形成，牽涉的面向遠比其他群體複雜。這份複雜中最核
心的，是家庭照顧工作因為牽涉到與孩子的互動可能產生的矛盾
及引起的動態特性。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46

主體化理論聚焦於運動者本身的動態變化，較少人處理當主
體本身就棲身於動態性高的社會互動關係。基於照顧工作的自我
期許，母親接受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期待，甘願
奉獻大量時間、金錢和心力照顧兒童，追求最大化兒童的身心發
展潛能，繼而壓縮母親自身社會參與的時間（Hays 1998）；中上
階級母親更提高要求，大量吸收專家知識，將照顧工作當作分秒
必爭的專業來經營（O’Reilly 2016; Orgad 2019; Stone 2007），臺
灣親職典範也自 1990 年代左右轉向強調親子親密、愛與科學知
識導向的親職模式，以及著重兒童全方位發展（藍佩嘉 2014）。
以上討論反映出照顧工作與公共參與的時間相互排擠下，母親基
於密集親職認同與實作過程打造出來的母親主體，應表現於充分
利用親子互動的每個時刻協助兒童發展。這樣的論點就難以解釋
為何特公媽媽帶著孩子上街抗議，耗費大量珍貴的親子時間坐在
政府會議室，且⻑期堅持如此，畢竟與其和低效率的政府溝通，
前往自費的遊戲設施更能展現中產階級主婦做媽媽的專業選擇。

另外，關注運動者亦容易忽略集體行動本身帶來的反思與影
響。例如當母親有意識地帶孩子參與政治行動，或許反映運動者
希望重新協商主流的母職意識形態的企圖。意圖相似但沒有兒童
現身的例子，如 Kimura（2016）討論參與反輻射食物運動的日
本母親，透過公民科學儀器打造「食物含有輻射汙染並危害家人
健康」的實在（reality），挑戰政府和專家打造的「食物有核汙但
仍安全可食」的論述，進而重新協商母親的形象：媽媽不是順從
於政策和專家，而是有能力定義和挑戰何謂安全食物的公民。

母職認同、兒童現身和集體行動影響，形成本文對主體化理
論的補充討論：這群受迫經驗不一致甚或不明晰，然已肯定既有
身分認同的媽媽，如何形成群體論述並持續集體行動，並形成共
享的媽媽公民主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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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母性主義與主體化理論分別指出兩種母職日常實作
與公共參與之關係的取徑。母性主義強調由私到公，肯定母職經
驗轉化為母性論述，補充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欠缺的觀點、言說
形式、互動邏輯以及照顧者立場；然則亦難以跳脫母性論述對後
續公共參與的限制性。而主體化理論嘗試為個體找到空間、著重
公領域中個體的轉變，其分析策略是捕捉運動者主體如何穿梭於
日常與公共兩個領域之間，兩領域交互影響個體的轉化；然較少
論及既非明確受壓迫群體、也無清晰指認自身為運動者的自我認
知的中高階級媽媽，因此無法回答浮現中的現象：特公媽媽集體
帶著孩子去參與公共事務。該現象反映出照顧工作和公共參與之
間怎樣的連結？這個連結是否反映當代臺灣媽媽參與的另類可能
性呢？

（三）理論觀點 ： 反思對抗性公共領域中的照顧者主體

臺灣公園遊戲場改革的案例，是討論公私領域之論述與實作
雙向關係的契機。特公盟的⻑期參與拉出時間縱軸，提供案例的
窗口，來重新檢視母性主義由私到公領域單向論點建立的想像，
補充主體化理論過去對主體受迫到賦權的單向討論。為捕捉複
雜的媽媽運動者的經驗，本文納入實作來補充 Fraser 的複數公
共領域觀點。針對第二波女性主義在文化上成功但制度上失敗

（Fraser 2009: 98-99），Fraser 指 出 Habermas 單 一 論 述 公 共 領
域之缺失，並主張對抗性公共領域可挑戰既存制度。她主張公共
領域是由複數個論述相互競爭而形成的（plurality of competing 
logics）；新的群體要建立正當性，就須形成競爭論述並參與其中

（Fraser 2013）。而弱勢群體因為欠缺完整的論述系統，以及在
公共領域中與其他行動者協商、爭論的技巧，因此須組織成一個
相互支援的團體作為對抗性公共領域，以對抗強勢的陽剛公共領
域。在對抗性公共領域中，女性運動者試著凝聚一套完整論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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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公民參與的必備能力，而後再將議題帶入傳統上由男性掌握
的公共領域中，成為競爭論述之一（Fraser 1990: 123）。4

然而對照顧的定位上，藉著分析特公盟親子一起參與的現
象，本文要補充公共參與對照顧日常的影響。對抗性公共領域有
助我們理解鬆散的媽媽群體如何凝聚出一致的倡議論述，但是，
若要回答照顧者如何持續地維持論述倡議的能量，需要回到捕捉
實作面上，母親物理性現身並參與公共領域所面臨的挑戰。

再者，Fraser 並未深入討論⻑期參與公共事務對母職經驗之
影響；照顧兒童在其分析中，仍是參與者的負擔。然而本文強
調，照顧工作是貫穿母親公共參與的過程，其經驗一方面持續修
正、充實倡議的論述內涵；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同時期倡議成果
和倡議論述觀點的影響而調整。所謂的媽媽公民主體，就是在這
個來回過程中浮現的。

對抗性公共領域說明一個異於社會主流論述的倡議觀點，要
在競爭的複數公共領域中立足，涉及參與者集體且⻑期持續的投
入。但對抗公部門避險的公園論述並建立另一種遊戲倡議論述，
需要⻑期集體投入人力來促成，而這對於承擔主要照顧工作、面
對多方母職壓力的母親而言是困難的。因此，本文不僅討論論述
如何進入公共領域，更要探討參與如何回頭影響社會對照顧者的
認識，使後者被視為有參與能力的公民。

因此本文借對抗性公共領域的觀點，探討做母親的日常經驗

4　本文將 subaltern counter publics 翻譯為「受支配對抗性公共領域」，並套用此框架於一群中產階
級母親的參與上，是從不對稱權力的社會關係而言。特公盟的媽媽們作為母親以及作為照顧者的身分，
是相對被公共領域排除的：在日常行程安排上，照顧兒童的責任讓媽媽難以走入公共領域；在社會的
期待上，媽媽並不被預期作為參與公共事務者現身。這雙重的限制，使得過去公園遊戲場議題中極少
有照顧者的意見，而照顧者和兒童的需求則多由民意代表、遊具廠商與建商代為陳述。然而特公盟的
媽媽們希望對抗這樣的不對稱權力關係進而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一定程度上翻轉了這種社會關係，
突破照顧工作的時間與物理性限制，以及讓公部門對照顧者的角色期待增加了參與和發表的面向。據
此，本文將媽媽們定位在透過對抗來翻轉受支配的權力關係，並以 Fraser 的框架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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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議題的倡議如何相互影響。筆者希望拓展過去聚焦於打造
競爭論述作為參與者賦權的討論方式，雙向結合倡議論述與照顧
工作，說明論述觀點的形成；再以兩領域的互動說明媽媽參與的
持續性。礙於篇幅本文不深究母親身分的道德性在公共領域的優
勢與限制性，或遊戲論述在各種教養相關的文化論述場上的象徵
地位鬥爭，而是直接分析媽媽的照顧實作如何與公民實踐連結並
落實。亦即，本文僅就實作上討論一群母親對兒童的照顧工作如
何能成為實踐公民參與的助力，作為深化社會接受照顧者參與公
共事務的小突破口。

綜言之，本文關心媽媽經驗如何進入公共領域並受其影響，
並聚焦於照顧兒童的工作如何貫穿整個過程。以臺灣都市遊戲場
改革為例，前半部分討論遊戲場議題的浮現，以及論述如何產生
並進入公共領域。後半部分指出參與議題討論和參與公共事務，
如何改變特公媽媽自我認知和公部門對媽媽的認知。透過兩節討
論，本文補充公共領域培力關注於論述生產的提問方式，指出照
顧實作隨著參與公共議題而產生變化，讓母親能奠基在新的照顧
實作腳本上，展開新的對母職和對公領域的賦權想像。隨著媽媽
公民主體的浮現，與公共領域的行動者互動中，更能針對照顧者
的實際狀態、要求制度性的回應與支持。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立場是，多層公共領域（multiple publics）和多層實
在（multiple reality）的建構必須透過倡議者的另類論述和集體
且⻑期持續行動來打造，並以這種建構的過程來討論社會改變的
發生和發展。筆者試圖指出公私領域之間的穿越，不是透過論
述來正當化被邊緣化主體的現身，而是從媽媽的主體位置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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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在特定限制條件下，媽媽同時擁有母親和公民兩種身分，如
何形塑出媽媽公民主體，一方面回應兩種角色不同甚至矛盾的期
待，另方面在實踐這樣的雙重身分時，挑戰政治場域中既定的媽
媽形象。由於本文聚焦照顧經驗如何成為倡議論述，因此雖然使
用自我認同等個體化的概念來呈現異質性，但媽媽們相近的變化
軌跡亦可呈現整體趨勢。本文的書寫策略是以特公盟的發展為起
點，說明組織的發展背景與脈絡，指出過程中這群媽媽與公部門
以及與其他媽媽的線上與離線互動中，將照顧任務和倡議論述連
結。這些連結浮現媽媽公民的認同，修改其照顧工作、也影響公
領域的媽媽想像。

兒童是母職和公共參與之間的重要仲介，為了盡量觀察難見
於文書的互動現場，資料收集著重田野觀察、半結構深度訪問，
輔以文件資料分析，並以延伸個案法分析資料。5 資料主要來自會
議與組內討論紀錄，不同種資料則因筆者的現身有相互影響之現
象。由於筆者作為志工加入特公盟社團，亦被期待發表意見，或
生產會議紀錄、偶爾分享相關文章。

參與觀察的部分，筆者盡可能參與特公盟內部聚會與外部活
動的現場。活動大致包含四種：一、遊戲場規劃活動：在地公園
修繕流程，包括公園場勘、公園說明會（設計師對民眾和規管單
位表述設計構思或設計圖稿，多數規管單位為里⻑和區公所承
辦）、細部設計討論（與設計師或公民團體討論設計圖可行性與
施作細目）、公園開箱典禮，或公部門委由設計單位執行的兒童
參與式工作坊，聲稱活動成果會納入未來設計考量者。這類型占
田野資料多數，也是成員參與的主要現場。二、政府相關活動：
特公盟有時間說明設計理念、或更改相關制度的場合，例如臺北

5　資料編碼方式：XX[ 資料類型 ]OO[ 地點 ]111111[ 時間 ]。資料類型包括 FO 田野筆記、FT 田野錄
音逐字、VT 訪問錄音逐字、FD 田野文件、GD 公部門文件、OL 線上粉專。地點分為 TP 臺北、NT 新
北和 NO 無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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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跨部門會議、立法院公聽會、公部門交流活動等。特公盟主動
發起、以公部門為主要對話對象的各項活動如記者會等，亦納入
此類。三、對外宣講活動：活動中特公盟有充分時間，完整陳述
其倡議論點者，如受邀演講、大學客座演講、採訪等，多有錄音
或影片直播。四、內部討論：成員間隨處發生的討論，因散落在
各種自願性的網絡中，筆者未能系統性收集，資料量最少。

深度訪談部分，以筆者田野接觸者滾雪球和策略性抽樣，訪
問共 16 位核心成員與 2 位主責公務員（大緯、大高），樣本偏重
收納差異的背景和個體特質，訪問時間從一小時到四小時不等；
部分因訪問後仍常在各種場合相遇接觸，也會持續更新資訊或補
充內容。受訪的特公成員中除一位無子女、一位兩個孩子都上小
學，其他人都育有一名以上學齡前的兒童。這裡定義核心成員是
指深入了解特公盟現況，並成為 2018 年登記社團法人時之創始
成員，而非指涉權威性或領袖身分。這包括三種人：一種是廣泛
且深度參與一個區域公園的改建事宜，並且成為該地域主要與維
管單位溝通者，例如地方版（指行政區或者單一公園為單位）的
小領隊。第二種是能代表特公盟接受訪問或參與政府會議。第三
種是可代表團體與國內外其他團體接洽安排合作者，如採訪、拜
會設計師、規劃公民組織交流會。相對於核心特公的是「地方媽
媽」，後者參與居住地附近的公園修繕，並於階段任務完成後淡
出。此分類僅限於分析用、且兩類別的成員會流動，例如地方媽
媽在參與後依然積極在地方版或者大版（指以城市為單位）上發
文，持續參與其他區修繕案，漸漸觸及團體更原則性的倡議工作
而成為核心成員。也有部分核心特公因想法或個人生涯規劃降低
參與時間，逐漸淡出。正文中統稱特公媽媽時則泛指參與程度不
一的特公盟成員。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曾經有全職的專業工作並有大專或以上
的學歷，其中七人擁有碩士以上學位；年齡區間落在 25 到 4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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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其中三人有全職工作，半數家戶收入應超過每月 10 萬，
其餘月收入多落於 5-10 萬、一戶低於 5 萬。6 除兩位擔任政府工
作的男性，是團隊中少數頻繁參與、甚至會為開會請假的男性，
因此雖整體上男性參與者比例低，仍抽樣作為勾勒全貌的一環：
素喜夫妻都是積極核心成員，而嘉興則多單獨參與。鎖定受訪者
有三個考量：首先是活動的可辨識度。基於本文要捕捉倡議的日
常，核心成員⻑期參與的經驗提供較完整的參與軌跡。地方媽媽
雖是各地改造公園的重要推手，但因參與較短暫、隨機且任務導
向，較難掌握⻑期變化。相對之下核心成員穩定分擔倡議工作，
包括輪流到場、提供安全法規資訊、國外案例，協助讀圖，提供
規劃設計之專業意見，並於地方版上帶動討論風氣。若倡議過程
中受阻，多半成為問題解決者，會傳授斡旋策略、引入其他場域
累積的資源例如民代等。

其次是倡議概念的辨識度。特公盟推動遊戲場改建三年有
餘，其倡議論述在過程中經歷多次細緻化。核心成員常討論細緻
的概念；相對之下地方媽媽未必掌握，甚至誤認不同團體推動的
概念，例如共融與特色在臺灣語境下如何被使用。概念被廣泛討
論的現象本身，體現特公盟成功帶動公共議題；然本文期待捕捉
論述與照顧實作間的交織，因此聚焦在最主要的倡議實踐者身
上，來觀察此一雙向互動。

最後是考量成員認定。核心特公認同團體的象徵，並且能夠
相互指出彼此「是主要會參與的人」。這反映在核心成員的退出
會影響其他成員的情感；也反映在婉拒筆者作為創始會員加入。
界線，暗示成員間不明言的身分認定或歸屬感本身是重要的運作
環節與經驗，因此應納入選樣考量。

6　收入的不確定部分是因受訪者的收入或因自由接案或因兼職而變動。其中兩人則表示不清楚丈夫確
切的收入，僅是需要家用時會由丈夫提供，因此用月花費推估大概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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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上，整理社團成立以來的討論內容，和彼此分享的
文章、案例、期刊書籍，以及倡議文案、採訪與宣講影片等。採
三欄式編碼，辨明次範疇所指向的核心範疇，作為現象的核心運
作邏輯（藍佩嘉 2012）。過去對女性公共參與的組織、動員、技
術和論述已有充分的討論，因此本文更著重報導人主體的主觀感
受如何與社會結構力量相遇、相呼應或者相牴觸，並使倡議的實
作與母親自我認知、論述與實踐結合。透過捕捉這群人如何成為
積極公民、以及參與如何影響其生活，管窺近年臺灣政治與女性
照顧日常的關係，以求「一個特殊的案例，只要建構的完善，就

不再是特殊的了」（Bourdieu and Wacquant 2009 [1992]: 113）。

最後，特公盟整體的中上階級背景也是擇案的理由。Nader
（1972）從批判角度指出中高社會階級地位者經常也是所謂專
業客觀知識的生產者，因此呼籲學者向上研究（studying up）、
打開其特定之知識與論述之生成條件。面對中高階級的主婦，
O’Reilly（2016）曾指出因擁有相對優勢的社會條件而更可能達
成理想密集親職，因此在自我與社會期待兩面向更難挑戰社會母
職意識型態。相對地 Orgad（2019）分析則著重於條件問題，即
中高階級依賴豐沛個人資源的參與，反映出女性仍是公共倡議中
的弱勢，因此學者應正視其困境，因為這體現的是整體文化規範
與政策制度對媽媽參與的阻礙。論述上，特公盟的成員有高度反
思能力和知識獲取能力，部分成員亦受女性平權論述陶冶，所生
產的倡議論述反映出特定的知識生產；行動上也較有機會（或連
結）引入國際組織聲援，影響政策制定與制度規劃，並帶動文化
倡議。這些基於教育與經濟背景的倡議策略成功影響政策，更使
得探究這群核心媽媽如何生產論述和實踐倡議成為重要議題。

本文聚焦母職工作和公民參與兩個面向的交互作用。透過田
野與深度訪問，勾勒出特公媽媽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以及其照顧
工作（作為母職經驗），如何促成倡議工作，以及其與公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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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如何改變公部門的母職想像及其照顧工作。

四、遊戲論述的形成

本節討論照顧者的照顧兒童日常，如何形成遊戲場議題上，
重要的論述立場之一。第一部分從特公盟發源的教養支持社群團
體談起，說明其論述生產策略；第二部分則指出其論點如何挑
戰、對抗遊戲場設計的公共討論中既行的論述。

（一）重新認識公園 ： 媽媽互助團到遊戲議題的專業
觀察員

1. 只是順便？育兒資訊與線上社群

參與不同的事物與議題需要契機；而多數受訪者認為，孩子
誕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轉捩點。孩子的誕生讓從「票都懶得投」

（VTNP181011）變成「雖然也知道不知道能改多少，但心情上變

得比較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VTTP180803），因為「沒有想
過這些會跟我切身相關的事情，當了媽媽之後就跟我有關係了」

（VTTP180807）。但若將兒童誕生視為一種魔法時刻來解釋母親
動員，實則未能與報導人的認知進行二度斷裂；亦即將報導人作
為自我論述證成的內容，視為既已存在的實在。從文化框架理論
的解釋，連結參與者共同生命經驗是透過共享的文化論述，召喚
情感共鳴繼而短期動員；但是核心特公不僅動機高度一致，而且
多⻑時間持續參與。因此當受訪者共同指認兒童出生的經驗，或
許反映另一個可能：對他們而言，參與公共事務是照顧孩子的日
常生活不可迴避的一部分。

即使是看似都市人必然有感的公園，許多受訪者也是孩子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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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後才開始關心。例如過去在補教業的佩其表示生子前從未注意
公園（VTTP180803）；爸爸對此也有共鳴，如嘉興受訪時直接表
示「單身哪裡會去公園」，是在生子後「會帶小孩去公園玩、知

道這些事情後，覺得自己能幫上一點忙」（VTTP190323）。在公
共空間不足的臺灣都市，家⻑被鼓勵週末常帶小孩去公園運動，
既培養體能，又可接觸戶外自然、有利身心發展。7 簡言之，受訪
者與公園遊戲場的初相遇幾乎都肇因於作為都市家⻑，著重兒童
戶外活動的親職動機。搜尋相關文章與活動被劃為原照顧工作的
延伸，例如，舒琴自認「不用花很多時間……我本來就會關心帶

小孩去哪裡玩這件事；所以我帶他們玩的時候就到處觀察，這本

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後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反正，我覺

得說是順便！」（VTTP181011）。

因親職接觸議題或許部分解釋順便的主觀感，然會帶孩子去
公園的家⻑，不見得會花時間理解遊具如何被設計與生產、遊戲
行為如何影響兒童的發展刺激，以及既有遊具的侷限性與其他可
能性。同樣用「順便」描述自己參與狀態的清瑛，實際上耗費許
多的心力時間在推動特公盟的事務上：「我覺得零零總總加起來

一天要 2、3 個小時……今天〔比較長〕早上去安安〔公園〕場

勘到 11 點，下午就去集思〔公園〕2 點出門 5 點到家……晚上

還要把場勘會議紀錄寫一寫」（VTNT180807），說完已經一整天
將兩小托給祖父母的她又表示自己只是週期性的忙。然而她們
實際耗費的時間更難測量。筆者詢問每位受訪者每週約花多少
時間處理特公盟事務，多數人都先眉頭一皺說很難算，接著自
動限定情境為開會和場勘；而佩其也直言很多特公媽媽是隨時
一心多用：「就是可以立刻看〔設計圖與報告〕、立刻反映問題」

7　在育兒社群討論脈絡中，帶兒童去公園遊戲場屬於照顧工作一環，提供兒童大肢體活動契機，有其
生理（如刺激前庭覺發展）、心理（自我挑戰）和社會（如合作、競爭、協商等社交能力）性的多重功能。
強調玩是兒童發展的重要面向，可追溯到 19 世紀德國兒童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öbel）；然
此育兒論述本身的發展超過本文可處理，詳可參考 Masiulanis, K. and Cummins, E. (Ed.), 2017, How to 
Grow a Playspace.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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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TP180803）；而上文自認順便的舒琴是少數另有全職工作的
核心成員，笑說時間不多、但 24 小時隨時回訊息，吃飯滑手機
也在搜尋相關文章（VTTP181011）。

緊密地將照顧工作與倡議工作結合的前提，是當代網路社群
與親職實作的緊密關係。Emily Matchar（2013）即指出當代媽
媽透過網路部落格、社群媒體和網站等平台，彼此串聯、分享育
兒經驗與資訊，進而取得即時資訊與情感支持。而特公盟作為媽
媽議題性社團反映出網路與親職的交錯，在團體內部協力以及對
外發聲影響兩種方面不同的運作。

首先創團的核心特公選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作為內部
協力的平台。過去學者曾質疑以社群媒體為基礎的議題討論，應
被視為具有公共性的、還是僅作為封閉式的情感支持團體？ boyd 
and Ellison 指出社群媒體是指一種奠基在人際網路上的系統，以
個體展現自我的首頁為基本單元，讓使用者得以：一、在特定
系統框架下建構公開或半公開的檔案；二、連結其他使用者；
三、瀏覽或透過這群人的連結觸及其他同在系統中的檔案（qtd. 
in Marwick and Ellison 2012: 380）。這使其社群媒體異於公開論
壇或搜尋引擎，首先它高度依賴人際連結來傳遞訊息，無論該網
絡是否與現實世界重疊。再者其內容為個人的論證觀點或宣洩情
緒且維持一致性，應視為個體特殊性的展演（Marwick and boyd 
2011）。上述特性使社群媒體坐落於公私領域間的灰色地帶：以
展現品味與風格一致的內容為目標，半封閉、以人際連帶為基礎
的接觸管道，使社群媒體的公共議題討論品質備受質疑。

然而從核心特公身上，可反省媽媽群體依賴社群媒體動員和
溝通的原因：契合為母的破碎時間表。媒體研究認為社群媒體使
當代人的時間使用更破碎（Turkle 2017 [2011]）；有人反思破碎
與否的議題，主張線上與離線的社交互補（余貞誼 2018）。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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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運動者的脈絡下，為回應密集母職的期待，許多育有學齡前
兒童的母親已然處於隨時要回應兒童需求和照顧而打斷韻律的破
碎時間表中。在此狀況下誕生的合作本身即是零碎而機動的，甚
至反需善用社群媒體來完成倡議與照顧工作。換言之，社群媒體
的破碎反而有助於它黏附在照顧孩子的日常中，例如，一份簡報
需切割成四個人接力完成、而非一人以完整一小時完成。這使得
特公媽媽之間的合作更接近於透徹使用的社交互補論點。8

不僅對核心團隊內部，社群媒體對外論述擴充與擴大吸引參
與者也有幫助。許多核心成員提到自己接觸特公盟就是基於「遛
小孩」的需求，利用網站和社群媒體推薦，查找遊戲空間的資訊
而認識。而特公盟作為針對特定目的（保留溜滑梯爭取有趣的遊
具）而成立的社群專頁，提供的不只有兒童遊戲場相關資訊，針
對新建遊戲場或公園維修的資訊，抒發簡單論點、提出集體歸因
性的反思，且傳達特定的理念。例如在通告東昇公園緊急封閉的
貼文中，小編先提出公園封閉的訊息、並指出，「我們獲得的消

息是，附近住戶發現週四夜裡有青少朋友使用，隔日一早即發現

毀損，因此懷疑是特定青少年的行為」。陳列官方後續處理方式
後，緊接著拋出反思：「我們目前還無法確認是誰造成的，若真

的是，這一個事件，我們當作是一個很嚴重且不可忽視的警訊。

# 青少需求。當兒童的遊戲空間，開始受到重視，同樣是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0 歲 -18 歲）擁有相同權利的 # 青少，是不是透

過激烈手法，在和我們傳遞什麼訊息？」接著列舉美國的青少年
公園設計十大元素，表示臺灣青少年無處可去；而這種無處可去
的理由在於青少年被排除在公共空間設計的過程之外：「青少，

通常不見容於公共空間，所以他們也被邊緣化，無法參與公共決

8　近來集體行動理論經常討論網路使用如何影響當代社會運動之組織與動員，如 Caren 等（2020）
整理近年討論網際網路、社群媒體與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關係。然這些研究關注平台屬性和運作如
何影響動員與組織之效果，但是忽略了本文強調的行動者日常使用網路媒體的特殊脈絡，也因此較難
看見不同群體如何與網路媒體關聯起來、繼而形成獨特的參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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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過程」（OLNO190601）。原本個人的困擾（東昇公園緊急關閉
造成不方便）與多數媽媽領域重疊，但特公盟的文章把抱怨變成
需要家⻑採取集體政治行動的議題（青少年的公共參與），也重
塑了讀者的認知。

即便常去公園，媽媽之間對遊戲的認知差異是頗大的。每個
人都有對於合適的社會互動的想像，包括小孩應如何玩（要排隊
輪流玩）、怎麼與他人一起玩（避免衝突和爭執）等等。因此討
論版上除遊戲場資訊，常有不同遊戲認知的特公媽媽提出不同論
點。在社群網路的討論中，逐漸浮現尊重兒童遊戲自主、擴大親
子參與的觀點。由於沒有明確的權威話語人，雖有早期的成員
偏向集體歸因論點，但是不少受訪者認為討論中的論點與認知
是源於自身經驗的獨特視角。而在開放的回應討論氛圍中，成
員共同梳理著遊戲場資訊與不同論點，使內容更細緻化；新手
亦可透過貼文融入個人困擾而來認同特定議題，感覺找到同道
人。例如作為少數男性參與者的嘉興即因帶孩子去公園而注意到
特公盟，「發現原來很多媽媽也都在注意這些事情」，接著因為
常發表觀點而加入地方新闢公園的改造案、逐漸成為核心一員

（VTTP190323）。

配合零碎照顧日常，社群媒體作為觸媒，也讓參與公園議題
成為「不花時間」的活動。透過社群媒體上呼籲簡單的行動，例
如邀請閱覽者共同完成一項個人隨手可成的具體貢獻，凝聚了許
多非核心但願意低度個別參與的媽媽加入，同時達到核心特公期
待的倡議能量。例如天母公園改建案因政府對公民參與的敷衍，
發起一人打一通 1999 吸引關心以重啟協商。簡單具體的行動吸
引地方媽媽抱著只是幫忙的態度，直接參與行動並與其他成員建
立起雖未謀面卻共享的集體記憶。逐漸地，不少原先觀望的地方
媽媽開始感受到「自己能做點什麼影響政府」而願意投入，進而
成為活躍的核心成員。從 2015 年的四人創團小組，到筆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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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17 年已經有接近 500 個成員，其中活躍的核心成員約維持
40 人左右。9

2. 成為專業觀察員：照顧工作與論述生產的結合

線上直接接觸是核心特公一開始從照顧工作中接觸倡議工
作、獲得政治效能感的管道；然若個別加入者對於如何遊戲的想
像差異極大，要如何形成一種機制，持續將參與者的個人育兒經
驗轉譯為論述，充實倡議的能量？

共學是將照顧經驗轉化成論述的重要機制；這種支持團體組
織模式實為臺灣體制外教育中的一種變形。共學在當代是指媽媽
相約共同照顧孩子，藉著所謂共同母職（有受訪者稱相互母職）
的多對多育兒模式創造時間餘裕，10 用於吸收教養新知或討論社會
議題。它的原型是臺灣半世紀以來的教育改革下促成的學習型組
織，11 在終身學習、全人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教改風向中，親子共
學被列為學習型家庭的操作模式之一，列入教育部 1998 年公布
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方案十一「推展學習型家庭方案」

（教育部 1998），連結各地區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的親職教育研習
活動和個案諮詢服務。共學雖強調親子都是關係經營的學習者，
但既有的政策預設由政府或專家籌備課程與教材，讓民眾學習

9　且組成不限雙北，其中部分成員更被鼓勵另外建立以基隆、新竹、臺南、臺中等地域為基礎的新群
組，向當地政府倡議民眾參與公園遊戲場。但由於各地的團體動態不同，建立時機、成員磨合、成員
是否有全職工作、第一個合作的公園建案運作狀況等因素，使他們發展出各自的合作特色。礙於篇幅，
本文僅討論最早建立的雙北特公盟，本段也僅指出社群媒體因符合為母的時間感，是特公媽媽相當重
要的工具。

10　相互母職是報導人的用語，意指相互幫忙照顧彼此的孩子形成多對多的照顧模式，暫時脫離單人
（一對一／多）時須不斷與孩子互動的疲憊感。這種疲憊不是針對感情，而是針對照顧的實作中持續
回應、無法專注思緒的疲累。換言之要正視「愛小孩的心情」和「當媽媽不斷照顧小孩的行為」之間
的差異。

11　親子共學又稱家庭共學。研究指出親子共學的原型是美國 1980 年代針對貧窮家庭推動的「家庭
識字方案」，鼓勵識字能力低落的貧困家庭家⻑與孩子一同參與識字課程。隨後發展可根據操作內容
分成兩種模式：主力識字的「親子共讀」聚焦閱讀文本和讀書心得；活動多樣的「親子共學」更追求
和諧家庭關係、良好家人互動面向（魏惠娟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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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娟 2002）。不同於政策定義下的親子共學，部分核心特公
是改良自親子共學促進會的相互母職方式，透過輪流看顧孩子，
以凝聚育兒空檔來討論遊戲場議題。12

在共學這種帶著孩子與其他成員團體討論的過程中，特公媽
媽也一同將正在身旁發生的兒童遊戲行為，轉換成論述語言。例
如在一次內部會議中，三個孩子在弧形的平台上玩假扮遊戲，一
路狂奔並打斷了討論中的媽媽，要求采璇送自己出海關。采璇配
合出演，「依依不捨送走孩子去沖繩玩」後認真對我和另一名新
成員解釋，孩子需要扮演遊戲，這是發展和認知社會規範的必經
發展，我們要思考遊戲場是否能提供這樣的素材？不一定是具形
的模組，亦可是自然素材、可手握的小礫石，讓孩子完成這種遊
戲行為（FOTP180325）。簡言之，透過共學，原本只為減輕照顧
工作，但也創造了議題討論和遊戲行為之間的轉化空間。共學包
含媽媽（討論議題）、孩子（遊戲）和親子（照顧工作）三組互
動，讓特公媽媽將孩子之間的遊戲行為，當作自己討論議題的直
接材料。

隨著特公盟組織擴大、成員異質性提高，這個轉化過程更加
重要；活動孩子王培訓則成為另一種以實體互動，系統性地將與
孩子的互動轉換為遊戲倡議論述的機制。孩子王（play leader）
是一種兒童參與的活動設計，起於由眼底城事、境觀設計公司
和特公盟合作的華山兒童遊戲場新闢案，概念改良自山崎亮

（2015）《社區設計》的孩子王參與式設計，目的是要轉譯兒童
透過「玩」展現的需求。在華山案中是由核心特公和所培訓的年
輕遊具設計師擔任孩子王，共同摸索出一套解讀兒童直接遊戲的
參與式活動設計流程，並延續且修正於 2018-19 年由特公盟集資

12　共學的活動形式可降低個體獨立狀態下必須隨時回應兒童需求的壓力，因此對受訪者來說，實體
見面能有效凝聚彼此原本零碎的時間，保留更完整的時間討論單一議題、有效地分享專業知識。這點
或許異於其他享有完整時間工作的職業，後者或許更認為實體見面使時間更零碎、並視之為耗時，如
公部門多認為安排時間與特公盟討論細部設計圖或者安排居民大會是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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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三場街道遊戲（street play），以及陸續由其他承辦兒童參
與式遊戲場設計的公司，邀請核心特公或華山遊戲場的設計師們
擔任培育種子。在後續幾場孩子王培訓中，報名者來源廣泛，並
非每位都理解或認同兒童遊戲；其中有主張自己是追求規範的家
⻑，有注重家庭紀律的景觀設計師主張紀律先於自主；亦不乏無
育兒經驗者如大學生、社區規劃師，或單純對公園議題有感的居
民。但是，孩子王在活動過程中，被賦予相同的轉譯任務。首先
善用各種素材如木塊、輪胎、童軍繩等，與兒童一同改造基地，
過程中孩子王必須以三欄邏輯紀錄活動時的觀察，第一欄紀錄兒
童實際上的行動（例如在紙箱上開窗但又做了窗簾），第二欄追
問孩子改造之理由（想看到外面、但不想被看見），第三欄分析
孩子的遊戲行為本身以及論述表達中，體現了哪些需求（單向通
透性）。後續內部的設計討論，即針對需求元素，思考如何透過
遊具的設計回應之，例如材料多樣性、環境可塑性、通道的隱蔽
或通透感……等等。

在這套操作過程中，孩子王將兒童的遊戲行為當作重要的素
材，以結構化的方式組織起來，重新賦予概念，並且將這些認知
轉換成設計的語言。透過討論，他們彼此校準對兒童遊戲互動的
認知（哥哥未等弟弟準備好就推他下溜滑梯，是因為等待平台過
窄，怕弟弟被擠下去），萃取出倡議概念（應尊重兒童需要時間
準備好自己再溜），並操作化為成設計上可行的具體方向（例如
擴增等待平台、或改變平台設計分散人流）。透過這些活動，這
些孩子王和參與者成為專業的觀察者，系統化地將自己與互動的
材料，轉譯為概念，充實倡議的概念。這些轉化後的論述回饋給
設計師，落成具體的遊戲場。最初教養想像相左的參與者們，也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串連起教養與照顧的實作和遊戲場倡議的論
述。

一種對抗性公共領域於討論過程中浮現。對新接觸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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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者而言，從線上接觸議題、倡議工作滲透照顧工作的日常
節奏，到實體碰面的共學、辦活動的討論，讓過去純屬私領域的
陪兒童玩，成為自己討論公共議題的材料來源。論證基礎在反覆
操作被強化，而特公媽媽對兒童遊戲的認知，從單純行為轉為有
力的表意，並將需求轉譯成遊戲場的設計方向。

（二）對抗「安全公園」的論述 

雖然特公盟倡議論點的內容和育兒的日常生活結合，但仍要
進入相互競逐的公共領域中與其他遊戲場論點相互協商競爭。本
段先討論政府過去對遊戲場的認知，以及支持此一認知邏輯的策
略；接著指出特公盟的應對策略，和其策略的限制。

1. 政府的安全避險和論述策略

過去的公園遊戲場設計流程，屬於專業工程建設。1960 年
以降公園遊戲場已被歸類為公共設施項目之一，設計與施作交付
建設公司執行。約至 1990 年代，消費者保護運動以兒童權利為
口號（梁玉芳 1992），強調兒童安全的重要性，並修正國家安全
法規（CNS）作為遊樂設施施建的檢驗標準，「兒童安全」成為
施作公園兒童遊戲場的關鍵概念。承接建案的公司於是基於降低
設施成本、組裝與維修管理方便性，以及安全測試規範的考量，
多數選擇進口的塑膠組合遊樂設施，置放於公園中一處鋪設地墊
的獨立範圍中（俗稱「罐頭遊具」，指模組套件、護欄、地墊，
英文 KFC [identical Kit, Fence & Carpet areas]，詳見 Woolley and 
Lowe 2013）。建設方式是統一發包，在主責單位但求安全的原則
下，建設過程幾乎完全排除不同觀點參與表意的機會，而設計師
僅憑外國遊具公司的研究數據，當作兒童遊戲行為的全貌，順道
合理地全套引進國外遊樂設施。如一名希望匿名的公務員向筆者
描述，直至 2014 年特公盟提出「遊戲場要設計」之前，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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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遊具只根據基地（鋪設軟墊的區域）大小判斷放多少尺寸的
塑膠遊具。13

在這樣的流程下，規劃者不預期親子提供意見、而是視之為
應受規訓的對象。政府官員與設計師時常提及，遊具的設計本身
已經「做過很多研究」，可兼顧兒童發展、感官刺激以及安全遊
戲等多重需求；而若兒童未遵循原規劃的使用方式，則屬父母管
束失職。另外，國家賠償意外傷害事件時，將舉證部分責任交付
維管單位；也因此維管單位在挑選設計圖時，要求建設公司確保
不受傷，並鼓勵能夠更輕鬆管理兒童遊戲行為的設計。例如兩
片包夾的搖搖馬座椅設計，一舉限制騎乘的兒童數量、兒童年
齡（因為狹小不可能過載），可避免年齡稍大的孩子施力較強搖
斷，亦可降低左右搖擺的使力順暢，確保設施單一使用方式以利
管理。空間與設施的設計會規訓兒童，使其內化特定的社會行為
規範（Kozlovsky 2013）；在臺灣，遊戲設施探討也大量集中於防
墜、安全以及管理（限制）遊戲行為。從公部門、設計師到遊具
廠商，共同打造「遊戲場中的兒童需要管理與保護」的論述和相
應制度，筆者稱之為「安全避險」論述。14

一貫的論述觀點不只是既有公園發展脈絡下的靜態展示，也
透過互動積極地再生產自身。即使 2016 年如臺北市與新北市政
府逐步開放討論，但是建商、設計師與政府仍主導著改建的資
源、時程節奏，甚至群眾意見的採納程度。例如不少幹事與主事
公務員（如大緯）都曾表示除了媽媽，其他如廠商的觀點也（更
為）重要（VTNP191223）。相較於母親的言說方式偏好經驗和倡

13　這位報導人指認 2014 年的倡議者並非特公盟，而是障礙運動團體倡議「共融兒童樂園」，要求
於公立的兒童樂園中完善規畫無障礙動線以及輪椅兒童可乘坐的遊樂器材。礙於本文篇幅，特公盟與
障礙者團體的競合無法在此詳述，然該公務員表達「過去考量點」的內容仍可參考。

14　這部分整理可參考何孟修，2018，《公園遊戲場改造之制度分析與發展架構（IAD）研究》。臺
北市：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以及筆者拙作《做媽媽、做公民：雙北遊戲場改革的媽媽民主》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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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概念，政府、遊具廠商和設計師透過專業細節，和數據化的觀
點立場，來鞏固安全避險的設計原則，反對特公盟期待的在地特
色。

強調專業性的方式，是設計師與廠商慣用商品目錄的邏輯，
配合扁平化地預設里⻑等同在地民意，來捍衛其規劃。設計師與
廠商經常透過繁瑣的細節，強調專業者可行的設計決定，與媽媽
們的「幻想」形成對立，常見的策略包括訴諸相關法規、材料專
業、與結構技術。相關法規除了規定嚴格的安全規範，還包括
公園土地使用規則（如：步道面積、出入口設計、告示牌等規
定）。例如特公媽媽提議營造的凹凸坡面的遊戲地景，設計者回
應為符合障礙友善，無障礙坡道坡度必須低於 12 度，宜地面平
整無高低差。材料專業則包含不同鋪面的防墜落指數是否能配合
上方設施的高度，以及遊具材質之的耗損評估。最後，結構技術
牽涉到複雜的計算和儀器測定，且基於臺北市多數公園有複合其
他功能，若有地下停車場或者附近有其他大型建物，基地結構可
承載的最大量體也會受到限制，以免使用後量體對地下結構造成
過大負擔而坍塌，或者增加天災時失事可能性。這些結構的計算
專業且昂貴，從勘測下方建物結構到後續地上遊具設計的位置和
使用狀況，須由專門結構技師執行。少數建商有自己的結構技
師，但若承包者為景觀專業，多一次勘測都須重新外包結構技
師，因此多數設計公司在經費壓力下，偏好簡單保守的設計，降
低變更的可能性以節約改圖和結構勘測之成本。

部分設計者則會以科學數據支持既有方案。例如說明會上以
專業者姿態，向民眾傳達為何手上的設計是最佳方案時，用抽象
的語言壓過居民們的提案，例如「根據面積大小，最經濟的安

排」、「根據這附近人口結構調查需要這些類型」、「根據我們在這

裡觀察發現主要使用者需求」云云（FOTP180721）。然而，言談
間透露的調查方法，不時透露設計者與居民的距離。例如有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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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根據「半天的觀察統計」得知某公園主要使用群體是祖孫，
一位地方媽媽表示只看半天不準確，因為不同時間點的使用者不
同；然而設計師回應說調查結果與里⻑的認知相同，附近老人人
數較多。另一位居民媽媽拿出手機，指著該公園的照片指出有兒
童的年輕家庭是週末下午的主要使用者。而設計師聳聳肩，表示
調查是有方法論依據的且準確的，最主要的使用者是老人。15

2. 更數據、更具體：特公盟的論述策略

為了回應政府與廠商的硬科學，核心特公不只用經驗與故
事，也為其論述尋找學院理論和數據資料的支撐。例如采璇和苗
如討論遊戲需求會依年齡變化，希望倡議分齡設計，但「但設計

者不知道、他認為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玩〔其實只有幼齡兒童在

使用〕」；然而若只用媽媽式觀察語言，主責單位不會同意，「他
們［政府〕不要聽感覺。感覺大家都有……要有數據去支撐我

這樣的觀察」，因此「我要跟他們講……你們以為所有人都可以

玩，可是其實沒有，就只有 2-6；然後我就要告訴你、就給你數

據」（FTTP180325）。⻑期持續的兒童遊戲行為資料是重要的，
甚至將知識系統化成資料庫，例如製作表格，陳列⻑期觀察某公
園的成果；區分不同年齡的兒童，在不同設施上的停留時間，並
轉譯為玩得盡興與否。⻑期累積資料並轉化資料使政府必須尊重
其使用者觀點也具有專業性。

然而以術語和數據包裝孩子的遊戲，有時會與照顧者的視角
矛盾，無法完整呈現特公媽媽最珍惜的觀察。例如若紀錄兒童逗
留時間，無法捕捉孩子為何逗留、以及「為什麼其他的小孩沒在

這裡？」或許因遊戲場整體低齡的規劃，使得 10 歲孩子無處可

15　在此筆者並非要論述廠商、設計師或里⻑不適任專家，而是指出，專業知識術語在討論現場的影
響力大於居民和特公盟的經驗描述；且在此專業知識高度偏重工程建築領域。台灣兒童遊戲設備發展
協會前理事⻑也曾向筆者表示，廠商成員多數為工程土木背景，與特公盟交鋒前也少有這種買家的論
辯（FONT1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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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只好⻑時間坐在 120 公分高的攀爬架頂端發呆；然而既有的
觀察方法會使專家解讀數據為：證明 10 歲的孩子喜歡 120 公分
的攀爬架，所以逗留較⻑時間。且即使指出大齡兒童和身障兒童
沒有現身，既有數據無法得知為何他們不想來公園。例如，惠蘋
就明確指出自己的關懷和政府所期待的數據資料之間的差異：理
想上想得知「不同年齡的孩子、不同發展狀態下……對於器材好

不好玩的認定、和感覺」；但政府期待「以規劃來講的話，應該

是大眾、就大量的資料去分析〔而非兒童的感覺〕」。

除了尋找建制性知識與專家論述抗衡，特公盟也經常與政府
協力，善用政府體制內規範中可合作的面向，例如以政府對績效
的量化標準擴大倡議範圍。以告示牌為例，《兒童遊戲場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規定遊戲場必須設置告示牌，並註明緊急聯絡資
訊。特公盟想改變公園處處林立的禁制標語，改為正向鼓勵的陳
述，因此字斟句酌地討論，把「禁止穿戴帽冠」改成「我不會穿

有繩子的頭盔和衣服去玩」，又擔心將責任轉嫁給兒童而使照顧
者卸責，改成更溫和的「穿著沒有繩子的頭盔和衣服，玩起來才

安全」（OLNO180213）。柔性語言的效果傳達特公盟的理念，例
如比起呼籲積極陪伴和以兒童為主體，一句告示牌上的「我希望

爸媽抬頭看我陪我玩」，從兒童的觀點發言，既暗示家⻑應積極
陪伴孩子不玩手機，也體現「從兒童眼睛看世界」。這不僅比抽
象的論述語言容易推廣，且對政府而言，置換告示牌既可完成規
範項目，又符合「兒童友善」的正向政見，因此多樂於使用這些

「好好說話」16 的柔性告示牌。

除了從政府部門內部挑戰安全避險論述，核心特公也以多種
管道與外部團體合作，再透過外部支持回頭挑戰政府與專家知
識。例如有國外求學經驗的詠萱就樂於透過國際研討會分享特公

16　可參考李玉華，2018，〈從一張告示牌開始，找回公園遊戲的溫度〉。《獨立評論》，03 月 07 日。
取用網址：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30/article/6666。取用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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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理念，並接觸國外組織和媒體，同時鼓勵其他無學術發表經
驗的核心特公參與。例如 2017 臺北共融性兒童遊戲場、2018 特
色共融遊戲場研討會（Play For All 臺北一起玩・玩出一座幸福城
市）等活動，鼓勵多位特公媽媽赴會並與國內外遊戲場設計師和
相關領域學者，和國內相關業務主責人，以學術性、專業知識為
基礎的交流推廣理念。曾任商業界公關部門而擅⻑與媒體記者互
動的欣慧負責新聞稿以及爭取報導公園議題的專題，善於登台演
講和推銷的筱玉則常指點其他受邀代表特公盟去大學或論壇演講
的核心特公，修正演講與簡報內容，詠萱更積極串聯其他兒童遊
戲權利組織赴台交流，如英國 London Play 街道遊戲、香港智樂
兒童遊樂協會 Playright 和澳洲遊戲場規劃師等，亦透過連絡國際
級研究者如 Tim Gill 將臺灣的特色公園案例收入國際調查白皮書
中，再推坑小涵和佩其將白皮書翻譯成中文版，擴增遊戲場改革
的能見度。另外，有兒童治療專業的家宸、都市規劃師專業的苗
如和青青等也各自發揮管道，例如主筆鳴人堂、眼底城事、方格
子、部落客等網站上的專欄文章。把論述「當作一項商品那樣的

推銷出去」、拉資源找媒體，讓更多人理解支持特公盟的理念，
再將外部支持帶到「會議上才推得動」（FOTP180714）。

3. 策略的限制

即使綜觀特公盟的推動是順利的，但是這些參與策略亦帶來
下一步的限制。借道體制內的策略如搭配績效和政見，容易使團
體的付出被忽略。媒體首先傾向歸功於公部門，報章中公園的落
成常歸功於政府單位首⻑、議員或者里⻑。筆者的參與經驗中多
次經歷被主責和維管單位掣肘，甚至有里⻑強制拆除新型的遊樂
設施；然而每當公園開箱後、媒體採訪時，所有里⻑與部門首⻑
皆自白「一向全力支持」；受採訪的里民則紛紛附議、表示地方
政府態度開放，而特公盟在推動整體遊戲文化觀點上的付出則容
易被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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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特色公園的論述經常被政治人物直接挪用為政見與政
績。報章媒體呈現上時不時強化官員的管理者視角：政府因⻑期
用心經營公園而反思兒童權利、細膩規劃遊戲場，以及將在地文
化勾連硬體設施。而特公媽媽從親子感受的視角出發，常與政府
管理視角出發的論述相左。為了闡明此一斷裂是明顯可辨，筆者
特別選擇⻑期支持並協助特公盟的官員受訪文章，呈現即使⻑期
與特公盟交流並且認真對待公園議題，當文章報導歸功於政府
時，這種管理者與照顧者的論述斷裂仍經常浮現。〈人流成⻑十
倍〉文中報導遊戲場改革的現況與反省（葉冠玟 2019）。該文通
篇從管理視角出發，將公園遊戲場的改革成就歸功於首⻑傾聽民
眾、鼓勵由下而上的參與。在開頭描述臺北市公園人潮眾多後
文章先指出「這項工程，是黃立遠上任不到一年就做出來的創
舉」，接著指出「2016 年 3 月，黃立遠接任處長的一開始，就抱

持著『要以民眾角度去思考施政』的思維，首先找來特色公園聯

盟（以下簡稱特公盟）的成員，針對他們反對『塑膠型罐頭式遊

樂設施』的想法，進一步了解他們的訴求和建議。」但主角又立
刻切換「他發現，過去的公園建造，習慣以大人視角看待公共設

施，加上業務執行壓力，才會出現主打『安全、便宜、好執行』

3 大好處的罐頭式遊樂場，長期漠視兒童的意見」。第一、推動主
角的轉換，議題的緣起被抽象地描述為一個「他〔官員〕發現」
的問題。第二、推動邏輯上，建置公民參與的機制被描寫為便民
政策，忽略媽媽居民的角色，如「一改過去由上而下指揮的工程

思維，在設計階段邀請專家學者、職能治療師、公民團體參與討

論；施工階段則讓身障者跟小朋友試玩，從他們的回饋中調整成

適合親子、對所有人都友善且有益的遊樂設施」。第三、文章強
調「幾座」公園、討論「多少人流」，卻隻字未提親子的體驗與
感受，「兒童意見」也僅前引文出現這一次。從以上三點可見，
兒童關懷對政府官員是更偏向政見論述，並非其心之所繫亦非其
日常自然。並且，文章中幾乎沒有提到媽媽公民在其中扮演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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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角色，文中並只提及特公盟一次，輕輕帶過特公媽媽發起這場
改革所投注的心力，也變相地強化媽媽僅是輔助的角色。

媒體的外部支持也可能被反向使用。例如創立三年多來各種
材料中特公媽媽的形象依然扁平，時至 2019 本文之資料收集為
止，報導仍常以「憤怒媽媽」、「媽媽怒了」等標題來詮釋遊戲場
改革。這點，⻑期參與的核心特公也實際感受到了。采璇直接表
示過「不喜歡媽媽這個詞。其實很多報導說我們是『媽媽憤怒

了』，其實一開始這樣講可以，但我們都倡議這麼久了，還在用

媽媽。這個社會對媽媽的想法就有固定的印象，就是為了自己的

孩子，然後憤怒的媽媽就是、只會憤怒這樣。但這個說法太模糊

了！我們也不只是媽媽，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也有想要傳達

的東西」（FOTP181009）。雖然媒體凸顯情緒與捍衛兒童權利的
連結，但卻系統性地忽略團體成員⻑期共同經營的具體行動，包
括倡議策略、自學安全法律規範、生產知識，和累積的參與經
驗。

（三）小結 ： 串起倡議論述的媽媽照顧日常

本節討論核心特公如何將照顧工作和媽媽的日常節奏，與論
述生產連結。核心成員多因為帶小孩去公園玩而相識，並透過社
群媒體線上參與的契機，以及實體見面的共學和活動增加互動；
這些倡議工作的分擔節奏能與特公媽媽各自的照顧節奏相重疊。
核心成員在日常照顧中觀察孩子遊戲，透過系統性的轉譯來充實
倡議論述，同時亦吸引其他特公媽媽持續「不花時間地」參與論
述的生產。在與其他競爭性論述競逐的公共領域中，核心特公善
用制度內的建制和援引外力，共同補強論述的說服力。而過程中
讓他們持續投入和生產論述的公民參與機制，就是照顧兒童的工
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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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特公轉化論述的過程看似容易，實則奠基在雙北都市相
對強勁的社區規劃網絡，來增強外部居民對由下而上倡議的支
持。80 年代以降臺灣社會面臨發展瓶頸，同時須處理快速發展後
造成的貧富差距、都市化和照顧福利需求等現象。政府與學者提
出以社區這個常民基本生活單位，凝聚生活共同體的意識，落實
居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理想，來達成社區永續經營的目的。隨
著一連串社區規劃、地方發展等計畫，也培養出許多民間團體，
以小區域地方社會以及社區為單位，關注並回應各種活動。特公
盟的倡議涉及修建公園─尤其小型鄰里公園，幾乎都會引起當
地社區營造、社區規劃或文史關懷團體的關注。搭建在這個社群
的網絡之上，特公盟的倡議訊息能快速散播。例如，有位景觀公
司的負責人是社區規劃出身，轉攻空間規劃與設計，因認識特公
盟而合作規劃實驗性的遊戲場設計。特公盟的口號「自己的公園

自己顧」不僅反映特公媽媽肯定自身參與公共領域，更隱含了雙
北市⻑期累積的地方公民自主參與的觀點。

也因為特公盟持續與其他社規團體的密切聯絡，筆者認為
其倡議論述並非單純反映一群媽媽的教養觀；然若要回應 Reich

（2014）對美國中產媽媽參與的公私益的論辯，評論一套由相對
優勢的親職實作提煉打造的遊戲論述是否鞏固特定群體利益，筆
者基於兩個理由抱著相對樂觀的評價。首先是核心成員背景隨著
組織發展更趨多元，同時成員對自身優勢亦有意識，有機會跳
脫自身階級的利益侷限性。如清瑛提到某建案時，透露認為居
民偏好的設計缺乏特色、但她並未出聲，因為她定位特公盟的
角色是讓媽媽居民知道自己能發言、而不是引導她們說出什麼

（VTNP180807）；「誰的需求」之爭也屢次在線上與實體互動中被
提出討論。再者是倡議的對象之別。不同於一次性又涉及商品市
場的疫苗或私營遊樂園，公園遊戲場是開放公共使用的。若回到
本文關切的，一邊照顧孩子的媽媽作為公民如何形成得以對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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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論述的聲量、參與公共議題？由此觀之，特公盟開展出將照顧
工作轉化為論述的路徑，此路徑設計是針對轉化照顧實作成為論
述，而對於非成員媽媽的實作內容本身是相對開放的。

若將遊戲場改革放回公民社會的進程來看，論述在公共領域
中立足後，倡議就結束了嗎？兒童在會議室中玩耍帶來的影響，
不僅提供特公盟陳述孩子如何玩的資料；下面將討論親子的互動
本身，如何影響公領域和對核心特公如何看待母職。

五、從轉化照顧工作到轉化主體認知

本節討論論述形成後，⻑期投入遊戲議題對特公媽媽和公部
門的影響。上一節已經指出日常照顧工作與公園倡議的論述生產
如何緊密纏繞、相互強化；本節將討論在參與公共議題的內部與
外部互動過程中（討論議題以及解決公共領域的隱性或顯性排
除），這些經驗如何反饋到日常的照顧工作，浮現出不同於過往
的媽媽公民主體。

（一）從論點回到照顧 ： 重新組裝的媽媽支持團體

本段討論特公媽媽參與倡議後，特公盟的概念如何回頭影響
其對母職和遊戲的認知，繼而影響這群媽媽的自我認同。

1. 重新認識照顧工作

親職不只是親子的互動，也是讓媽媽展演自我。在共學和成
員培力活動中，特公媽媽不僅從兒童遊戲行為萃取論述的材料，
也以倡議的認知概念重新詮釋兒童行為。例如，特公盟主張兒童
應自行解決遊戲中的衝突，以培養其協商和解決問題之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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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內部會議中，兩個孩子因為畫筆協調不成，衝突升級為吼叫
與爭執；這時一旁開會的所有媽媽們只是淡淡轉身（相對於年
輕設計師全身緊繃），一位距離爭執現場較近的媽媽走過去、蹲
下，靜靜地說如果你們在玩搶筆的遊戲，請繼續；但是由於我們
在開會，請不要尖叫。一個孩子聞言安靜下來，但另一個持續尖
叫，這時兩位孩子的媽媽才悠悠走來，分別安撫後詢問孩子想如
何應對。事件結束後兩位媽媽彼此讚美孩子沒有產生肢體衝突，
肯定孩子習得社交技巧並視此為進步（FOTP180719）。透過媽
媽間的互動，倡議內容不再只是抽象的「遊戲權」或「遊戲文
化」，更是實際可操作且受認同的親子互動。

在操作中，特公盟對待兒童的觀點，也在互動中落實。特公
盟的論點中預設兒童賦權，賦權在此是指讓兒童體會「自己的意

見是很重要的，感受到自己是有能力、有 power 的，而且是有機

會對生活周遭表達意見、產生影響力的」（PLNO190303）。此觀
點落實在公共參與上，就是支持兒童參與設計。在關於兒童遊戲
的論述生產過程中，成人的工作是觀察孩子如何挑戰更高的攀
爬？問孩子需要多高的攀爬？然後做出來。不僅是論述，在媽媽
與孩子、與其他媽媽一同參與特公盟的活動中，互動強化了母親
與孩子互為獨立個體的兒童觀。例如詠萱在閒談中提到「孩子就

是〔他〕自己」，也不吝自稱和孩子「不熟」（FOTP181002）。基
於這個「媽媽與孩子不同且互相獨立」的預設，照顧者才能「蹲

下來」傾聽並觀察兒童發自內心的需求（VTNT180607）。

特公媽媽間的實體互動使得「兒童是主體」成為一種實在。
特公媽媽會帶著孩子去開箱、試玩時，認真聽取孩子的意見，
以「好有趣、我也沒想到」的態度回應兒童，並要求公部門將其
意見納入設計。又例如鈺真反省自己因為看太多遊戲場，場勘時
看見罐頭遊具就直接擺臭臉；但女兒卻拉拉她說，這組比較高、
又有其他地方少有的擺盪，其實還不錯。鈺真肯定孩子的正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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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孩子眼中的遊戲場跟我們不一樣」（VTTP190117）。

而兒童之間的連結也會再度強化特公媽媽間的網絡。孩子逐
漸熟悉、成為玩伴，使過往特公盟的隊友再添上「媽媽朋友」身
分，將彼此納入親職支持網絡，支持面向亦外溢到其他照顧工
作，例如接送小孩、交換育兒用品或玩伴，同時核心特公之間則
更多共享話題，以及逐漸接近的教養觀點。

圍繞著公園議題，核心特公間逐漸形支持網絡。這個支持網
的特殊處，在於牽涉三組同樣重要的互動：媽媽之間的議題倡
議、兒童間的遊戲，以及親子之間的照顧日常。因此，不同於兒
童活動連結而來的媽媽朋友，或者媽媽個人的才藝班，在特公盟
的聚會中這三組互動沒有主從。兒童間的遊戲行為被轉譯為議題
討論的素材；而討論中的概念，也透過一旁持續進行的親子互
動，展演並落實在與孩子的互動中。

2. 團體分工下的專業媽媽

過去研究指出，中高階級背景女性在成為家庭主婦後，以經
營專業的態度和方式來栽培兒童，並賦予自己異於過去、但仍服
膺專業邏輯的頭銜（Stone 2007）；唐文慧（2011）指出臺灣的
中產主婦透過參與兒童相關的活動，以另一重身分抗衡家中的母
職壓力。核心特公狀況相近，但過程稍有不同：其頭銜認同是融
合參與公共事務、過去專業以及當下母職的照顧工作三種面向。
許多特公媽媽認真挑選特定頭銜來定位自我，不少人如嘉興和青
青都指出是帶著「自己的觀點進入特公盟」並自發性地分擔繁瑣
的庶務（FTTP190323）。透過這種指認來揭開「媽媽的面具」：
不再只是某某人的媽媽，而是公關、網管、或會計。即使實際工
作內容與過去專業有落差，例如從消費者設計到美編、從會計師
變成帳務管理等，但他們珍惜的是背後對個人的肯定和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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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如清瑛指出「大家就是很努力的分工，把自己有能力的這一

塊接起來」（VTNP180807）。青青，一位生孩子前從未想過辭職
的新核心成員，指出參加議題與過去職業自我的延續關係：「我

還是因為我個人的……不論是價值還是立場還是我興趣的偏好，

或是我職業能力，那個能力促使我在這個議題上〔能呈現〕我想

要怎麼去談它」（VTTP180831）。

也因此，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主體也異於過往。照顧工作和論
述生產相互補強，輔以實體互動中媽媽間的討論、兒童間的玩伴
情誼以及親子間照顧的重新認知，這些鑲嵌在特公媽媽零碎日常
時間表中的活動，共同形成照顧者的認知。不同於單純論述建立
而來的「媽媽公民」認同，核心特公的媽媽公民身分，回應的不
只是遊戲相關的論述本身，還包括參與公園議題後的自己，和自
己與孩子的互動。

親子共同出席各種活動，使特公盟提倡的抽象論述如遊戲權
等，有機會具現於彼此對待孩子的方式上，進而連結倡議知識與
具體日常照顧知識；而兒童彼此熟識也穩固媽媽網絡，以類專業
的身分相互指認，繼而成為團結體：「你有很多資源，你有資源

培養皿：全臺灣各地的媽媽！」（VTNP180807）。在討論與凝聚
倡議論述的過程中，成員的個人育兒經驗與觀點被尊重與融入，
也在獲得遊戲場落成等實質回饋和效能感：「特公盟就是讓我看

到說可以集結不同的人、分工，去讓一個社會風氣因為公園而變

得不太一樣」（FTNO180912）。隨著整體發展，社團逐漸成為一
個共同工作、相互支持的平台，如一次修繕案討論後版上特公媽
媽的回饋：「我會喜歡特公盟的原因之一是，這裡的氣氛……大

家朝共同目標努力，工作分配好大夥通力合作完成事情。臺灣社

會要是像這裡一樣，很多問題早就解決了啦！」「願景群動力！」
（OLNO180118）。到這一步，核心成員間的連結撐開的空間不僅
對核心成員開放，除了倡議面核心的定義本身會根據個人該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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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倡議的程度而更替，但參與者之間作為媽媽朋友的網絡已經
因議題而擴充；即便不是所有人都有緊密的情感基礎，然而透過
開會、孩子王或工作坊等活動，肯定彼此的照顧方式。至此，特
公媽媽的參與創造了一組成員背景逐漸多元化的網絡，開放參與
議題的彼此可以共同面對參與所需要面的門檻與困境。

（二）在公部門育兒

面對公部門對母親身分的排除，不同於在建構論述時透過專
業術語和數據相互競逐，而是基於性別框架的母職想像。互動
中，這些想像如何阻礙媽媽的參與？特公盟又如何轉化這些困
境？

1. 「要來當義工就來當義工」：傳統母職的質疑

首先，媽媽作為照顧者，生活節奏仍不容易被體諒。照顧工
作的綿延和零碎的倡議工作時間區間，是較少被討論的。例如，
週二的會議上要討論三座公園的設計圖，公所卻遲於前一週五才
公布給參與民眾。這預設民眾能利用週末讀圖，卻忽略週末是照
顧者最忙碌的時間。作息落差也代表公部門需耗用更多精力磨合
與特公媽媽的協力節奏，使公務員合作意願更低。如熱心投入
公園議題的公務員大緯向筆者表示，半夜才是媽媽活躍的討論
時間；在整天高密度工作後，自己僅能憑著極大的個人熱忱才
能堅持「躺在床上還要跟媽媽們訊息討論」各種設計與施作細
節（VTNP191223）。狀況相近的大高則在筆者詢問其同仁支持度
時，笑道自從遊戲場修繕涉及大量溝通事項而變得麻煩，同仁接
到遊戲場的案件就遞上大高的名片（VTNT180120）。

再者，照顧者勞動的價值經常被低估。互動中可發現許多
公務員和設計師會將媽媽的無酬勞動視為理所當然，待之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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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義工或者辦事跑腿者，而非平等公民。例如不做會議紀錄，
反問特公媽媽有無保存紀錄、或稱自己忘了討論細節；或者當
特公媽媽詢問其管區內的遊具使用狀況時，拒絕提供資料卻表
示倡議者應自行盤點，甚至反詰「你們要給數字我才知道阿」

（FOTP180423）。這些貶低勞動成果的態度展現在各種細節之
中，例如跨部門會議上：

市長：我有態度：設計是要錢的，我尊重。過去塑膠遊

具流行就是因為便宜。所以一個遊戲場一兩百萬〔沒關

係〕，看起來漂亮就好。

特公媽媽 A：設計時間可以更〔拉〕長嗎？

市長：可以啊，設計不急阿。設計過程中你們要來當義

工就來當義工。（FOTP180125，粗體筆者強調）

從前後文脈絡上可知，市⻑所謂的義工是歡迎更多人一同參與設
計過程；但語意上稱特公媽媽為「義工」，透露出市⻑並未將特
公媽媽當作辛苦撥空參與的公民，而是一群熱心且時間本應無償
的勞動提供者，基於個人熱忱來關心公園議題。

在親子兩造，母親的勞動付出被系統性低估，而兒童則非
公部門所預設的可表意的公民。而在特公盟個案中須更注意的
是，即使議題就是「如何設計以兒童為主體設計遊戲場」，但公
領域仍然預設與會者是獨身前來正襟危坐的個體，操作專業的抽
象推論與概念演繹：「以前也有公民參與啊！是找里長、民代、

廠商，他們就是代表各種公民的聲音」（FOTP191223）。而討論
中的「兒童遊戲需求」是由成人代言、以科學的詞彙包裝的，如

「使用者年齡分布」的數據資料。孩子應安靜在照顧者（媽媽）
身旁，而非現身說法表達意見。這些預設首先反映在會議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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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即不適合兒童出席，包括大型會議座椅，造成兒童的行為多
需成人協助，增加孩子打斷會議的頻率。若政府希望會場上降低
兒童中斷，實可預備另一處會議室作為兒童遊戲空間，或準備彩
紙、圖畫紙和點心吸引兒童注意。但多數公務員只會旁觀，任由
責任轉嫁由與會的特公媽媽一手張羅：「我們從出門到踏進會議

室有多難？你看佩其就知道，包包裡面要準備午餐、先帶好小

孩的玩具」（FOTP181009）。簡言之，會場中兒童最好如同不在
場，而其照顧者則被期待自行處理相應的工作。

會議的兒童行為規範是「如同不存在」，但核心特公在密集
母職的照顧理念下重視兒童的表達；這兩方的衝突假設帶來的
壓力直接落在個別媽媽身上。例如婷婷面對政府官員的側目：

「就是會覺得很緊張……會說：『你們可不可以安靜一點、小聲一

點？』有時候說：『那你們去外面好了』；所以他們如果有一些動

靜我就會覺得很緊張」（VTTP190227）。在這個壓力下，「專心於
會議」本身在公共參與的場合中，被其與會者解釋為媽媽未盡照
顧責任：

很多時候我很難專心聽，如果我專心聽好像我放縱他在

會議室裡面玩，如果我顧他，我就沒辦法聽大家講。所

以我覺得我沒有完整的參加過一場完整的開會，從前置

作業到說明會到工作坊，我都是零星參加。所以每一個

公園從改造到完成，我都參與最深刻的〔案例〕，我沒

有。⋯⋯〔有一次參與提案〕就被旁邊的阿伯說，我就

說我們也是來參加的我們也是提案人，他說對啊但是你

們要尊重別人啊！⋯⋯〔孩子〕其實沒有跑，就是講話

很大聲；〔但〕因為這樣阿伯就說我們沒有尊重其他人。

（VTTP180803）

面對旁人以尊重為名要求的安靜、以及對兒童有自主性展現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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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造成特公媽媽在公領域對於「兒童表達需求」的矛盾感
受。公部門預設參與者是單身、專業的成人，使規範兒童的責任
轉嫁在個體媽媽，使兒童的表達本身失去效用，被歸為不守秩
序；這個偏差的壓力成為「話柄」（VTTP180803）並帶給特公媽
媽愧疚感與歉意，以致無法完全專心在會議中（專心本身就是失
職），也排除了他們全心投注的有效參與。這讓帶小孩出席本身
更為困難。然而社會對照顧者的預設並非均質地影響每位特公成
員，例如常與妻子共同帶孩子參加會議和活動的素喜、以及常在
妻子忙活動時陪孩子的宇文兩位爸爸，則較多肯定孩子露面是在

「教育公部門」，極少反映孩子的聲量或跑跳造成照顧者的心理壓
力（VTNP190129）。

2. 「第一次看到這樣當媽媽」：重塑政府的母職認知

然而特公媽媽並未退怯，反援用融合了論述生產和照顧支持
網絡，來面對以上困境（媽媽現身與精力付出被忽視、兒童現身
無效反造成母親壓力）。首先回應邊照顧兒童邊開會的壓力，他
們透過相互母職、讓內部照顧網絡吸收個人壓力。例如清瑛指出
另一成員「會幫我帶孩子，我就直接兩個都給他；他如果需要

開會我就幫他帶」（VTNP180807）。在田野中常有特公媽媽「相
認」：過去僅在社群媒體上互動，繼而主動相約一同出席，在活
動現場初會並相互支援照顧工作。然若兒童間已是玩伴，或對該
成人有信賴關係，又更利於順利執行相互母職：

有時候現場有孩子可以跟他一起玩，或者像是我們在金

崙〔公園名〕，我可以認真聽而且事後還有時間可以先

去跟設計師討論事情，就是因為那一天他公園的朋友

有去，所以他們一起玩，公園的媽媽就陪他跟他們的孩

子，他就比較不會一直來煩我。（VTTP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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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訪者多認為媽媽的公民參與是團體戰：「為什麼媽媽們

會變成集體？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單打獨鬥，是不可能，

因為小孩怎麼辦？一定要我去開會、另一個人幫我看著小孩。

……母親的角色會把你往後拉的」（FOTP181009）。正如一位
特公媽媽的心得：「一個人可能跑得快，但是一群人走得遠」

（FTNO180912）。

核心特公不僅內部消化公部門的認知框架，更透過親子一同
現身挑戰並重塑之。在公共領域展演照顧工作是親職認同的一個
重要面向，研究指出展演親職之目的，不僅使兒童內化社會規
範，也是完成自己的父母身分（Trussell and Shaw 2012）。但在
此，基於遊戲場議題對兒童行為本身的關注，打開公開照顧互動
的第三種可能：孩子的跑跳以及親子互動，打開空間讓核心特公
能重新協商照顧者參與議題的正當性。

首先是遊戲的展示，亦即兒童在一旁玩耍本身可被納入倡議
論述的一環。不少受訪人指出成人開會時口口聲聲關心兒童怎麼
玩，結果兒童正在旁邊玩卻沒有人注意。核心特公和部分較敢於
挑戰的地方媽媽會不時提醒公部門「小孩就在旁邊玩給你看」，
也展示「如何」從兒童的角度判斷遊戲場規劃的合理性，配合援
引國外設計原則，例如以三歲兒童「95 公分」的身高視野觀看城
市規劃，說明兒童設計視角的重要性。

再者是照顧工作的展示：也就是親子互動發生時，同時展現
特公盟的論點。例如孩子打斷媽媽的簡報時，媽媽彎下腰向孩子
說明：我在忙喔、等我一下；再繼續對政府簡報。接受打斷、又
對兒童表明自己需要做事無法立刻回應，體現特公盟倡議論述中
尊重兒童主體以及照顧者需求。而將論述和照顧工作連結的工
程，是特公媽媽線上與實體討論時所反覆演練的實作成果。部分
核心成員則更有意識地凸顯照顧者的狀態，以此要求設計考量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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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常生活狀態，例如一手抱著一個孩子表示「這就是媽媽的日

常」的詠萱（FOTP180125），基於女性主義知識背景，對公部門
的母職意識形態較敏感也敢於挑戰；這些作為也會鼓勵其他特公
媽媽，如采璇曾向筆者說自己過去從未質疑公部門對待自己的方
式，只覺得當媽媽真累；但遇到敢於挑戰的詠萱和惠蘋後，自己
也「被啟蒙」（FOTP180819）。

當兒童同行成為慣例，公部門的態度也逐漸改變。清英提
到部分公務員開始主動詢問「今天幾大幾小」，預備彩色筆、白
紙、點心或玩具來哄小孩：

剛開始他們可能不習慣小孩子開會，後來他們也習慣

了，就是特公盟的媽媽就會帶著小孩子一起開會。所以

後來在地媽媽來開會，我會覺得他們應該比較沒有壓

力，因為我們就是傳達這樣的訊息：我們就是媽媽，媽

媽就是會帶小孩。小孩一起來參與公園的事情這樣很合

理。（VTNP180807）

漸漸地公部門開始反思如何設計支持性的環境，認識和理解
媽媽公民的獨特參與條件。例如，揹著嬰兒邊哄邊簡報，國際
研討會中兒童不時躁動討要零食，或理解為了處理兒童突發狀
況，開會時偶爾的遲到早退與中離都是正常合理的。親子的意見
也逐漸被設計主事者接納，如一位市政府官員曾與廠商笑著討
論，現在說明會不僅要向家⻑、更要向兒童使用者說清楚才合格

（FOTP180721）；大緯則指出自從開始接受使用者的聲音，科室
裡也開始嘗試使用臉書，讓民眾票選遊戲設施的主題，更正面看
待「增加跟民眾溝通的管道」的效果（VTNP191223）。

對遊戲和對照顧工作的展演，開啟契機重新協商公部門對母
親的認知。現場的互動促使政府人員實際回應眼前正在照顧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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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特公媽媽，而非用預設來規劃一切。一位支持特公盟的首
⻑，曾注視著核心成員邊打理孩子邊和設計師討論基地空間配置
的身影，對筆者說：我真的佩服他們、但也怕她們；「第一次看

到這樣當媽媽的」（FONT180113）。這句話或許反映出他過去對
媽媽的想像是忙於打理孩子，而這群媽媽既挑戰了他過去的想當
然耳，也令人欣賞。

（三）小結 ： 媽媽公民主體的浮現

本節回應親子參與這件事，對特公媽媽和公部門的影響。首
先指出特公媽媽透過議題發展出支持網絡，重新指認照顧工作並
建立新的頭銜，肯定為人母也能參與公共事務。這個網絡不只在
內部討論，也實際回應公共領域對（帶孩子的）母親這層身分或
隱或明的排除。而親子一同現身亦是與公部門重新協商公民、兒
童和母親等身分想像的契機，讓官員看見母親既是照顧者又是參
與者的能量。

特公媽媽、尤其受訪之核心特公之主體在此積極參與過程中
被重新打造。雖然受訪者看似與過去相同，是針對「照顧工作」
回頭指涉為母這件事；然而隨著參與時間推移，「照顧工作」本
身已經改變。當照顧兒童和遊戲場倡議扣連為一體，無論從照顧
工作（媽媽身分）切入、或者從倡議工作（公民身分）切入，都
指向相同的實作狀況：帶著孩子一同參與。新的照顧工作認知所
折射出來的媽媽認同，也包含著公共參與的面向。這是媽媽公民
的主體的浮現。

媽媽公民的身分被重新建構起來，也成為這群母親持續帶著
孩子參與的重要動力。例如婷婷相信孩子在「耳濡目染」下會
習得如何參與：「例如說他有一個事情想要讓民眾們知道他應該

要採取甚麼樣的行動」（VTTP190227）。另一些較有相關知識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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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或男性成員則如上段引文，認為兒童同行只是如實體現母親
作為照顧者的常見狀態，無關兒童的收穫或者公部門的反應，理
應如是呈現並被接納。但無論如何核心特公都肯定親子一起現身
參與的重要性，並據此重新評價親子共同參與的正當，更勇於挑
戰公部門的母職假設、也間接鼓勵了其他特公媽媽一同來創造一
種新的母親在公共領域中的身影。

六、結語

女性主義追求各種生活面向多樣的可能性，並肯定透過改變
每位女性對自己的認知，讓這份散落於個體的追求成為潮流。
Gibson-Graham（2006）肯定婦運的成就，在於透過全球每位女
性轉化自身，集體改變政治制度安排與社會對女性主體的認知

（Gibson-Graham 2006: xxiv），並反思主體何以服膺既有主流論
述，並創造新的論述與實作。Fraser（2013）曾提出以普世照顧

（universal caregiver）為女性主義議程，勾勒家⻑共同負擔親職
的理想社會，取代將女性育兒視為待解決議題。臺灣則從 2000
年起，一群婦女運動者積極推廣讓媽媽走進政府，將女性觀點帶
入政策規劃與決策過程，使國家成為人民的照顧者（劉毓秀，
1997）；隨著婦運者進入國家體制以及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推動

（黃淑玲等，2017），也在臺北市政府重視女性觀點的基礎上，
或多或少成為特公盟在會議室裡的歷史盟友。而本文透過特公盟
的案例，深論女性照顧工作與公共倡議的連結方式，以及這種連
結帶來的效果。透過重新認知與安排照顧工作，特公媽媽連結照
顧經驗與公共議題論述和倡議行動，並透過社群共同支持新的照
顧安排，進而獲得公領域的認可以及對自身的肯定。對抗性公共
領域提醒一個群體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必要條件包括集體性行動和
建立論述，本文爬梳這兩面向如何與特公媽媽的照顧者生活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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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一方面照顧工作使為人母的他們必須共同行動，另方面透過
照顧工作建構屬於照顧者的論述。本文更指出該連結對公共領域
的影響，尤其是親子共同現身對公民預設的挑戰。

本文聚焦照顧工作如何貫穿母親的參與過程，補充對抗性公
共領域的賦權想像。本文以主體化觀點捕捉為母經驗的動態轉
化，補充母性主義過於靜態的模型；但試圖進一步細膩化私領域
經驗的想像，指出在倡議的過程中，特公媽媽的日常生活也在變
化，包括對待兒童的方式。催生新的親子互動腳本時逐漸產生的
主體性，未必能與過去的母親認同比較優劣，但重要的是在新的
主體性的浮現過程中，母親、兒童和公領域行動者皆參與其中。
因此在新的媽媽公民主體中，育兒不是個別母親出席會議前須各
自克服的議題，也非政府單位預想的育兒情景；照顧兒童成為眼
前的實況，並且貫穿在公部門與媽媽共同協力的每個時刻。這一
方面改變公部門對媽媽公民的認知，激勵政府行動者改善制度、
包容更多元的公民樣態；另方面使母職日常成為複數競爭的公共
領域中，一個正當的觀點。綜言之，母親身分不單是基於傳統母
職論述下的靜態切入身分，而是奠基在一群公民的生活狀態而
生。

而「這群公民」所指涉的群體也逐漸擴張。如第四節指出，
隨著核心特公的組成擴張，更多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也接觸到同時
作為倡議與照顧者的參與經驗：因為遛小孩而相遇、而逐漸將自
身的照顧經驗轉換成特公盟的倡議素材，參與論述生產。而隨著
參與者的過去參與經驗和家庭背景的多樣化，成員定位自己是鼓
勵更多地方媽媽參與議題而非代為決定的自覺，也讓特公盟展現
出超越階級立場的潛力，在臺灣開展一種更包容的媽媽參與的環
境。

然而開展之路依然迢迢，特公媽媽仍須面對社會與公部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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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壓力。相對於工會保障工人發聲，臺灣少有組織支持主婦的
表意。雖然特公盟藉著遊戲場議題的特質，向我們揭示一種融合
照顧和公共參與的模式，但是，在缺乏公領域制度性支持的條件
下，這仍高度仰賴成員媒合既有資源，又因之面對流言攻擊。
例如因其動員私人網絡的資源被譏為「戴著珍珠項鍊做參與」，
或直接批評其私利動機是「只為自己的孩子好玩，不顧其他使
用者」，而忽略特公盟成員逐漸多元、爭取政府建立參與機制與
法規的公益性之努力，以及媽媽身分在既有參與環境下的策略現
實考量。而在政府規劃中，親子現身的支持系統還需⻑時間的累
積。會議室特別安排遊戲空間、或準備點心與圖畫等既可核銷又
能吸引兒童的配套，目前仍取決於公務員個人的體貼付出，而非
對親子共同參與的制度性支持環境。然而，照顧工作是一基本的
社會結構，支持各種社會組織的持續運作。如何以更體貼照顧者
的方式，設計實體的環境例如遊戲設施，以及設計友善的制度，
讓媽媽放鬆地在公共議題上發表意見，同時也無須仰賴個人資
源，或許有待未來研究者深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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